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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俳谐文学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在两宋期间形成一股创作浪潮，这与宋代民间文化的崛起紧密相关，以
杂剧为代表的宋代民间谐趣文化深刻影响了文人的创作理念，使之对诙谐俗趣的认可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
层面。然而，顺应文化潮流的文人内心却充满着强烈的自我警醒。面对可能耽溺于世俗文化的深层焦虑，使他
们总在有意无意地表达着对俗文化的抗拒。趋近却又抗拒的矛盾心态促使他们创造性地改换俳谐文学的品
貌，在诙谐作品内部开拓正统品格的空间，化解雅俗价值观的矛盾，这其实延续了中国士人通过个性化的自我
表白来构筑文化空间的传统，也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俳谐艺术的民间特性。
［关键词］宋代;俳谐文学;民间文化;雅俗
中图分类号:I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7)06—0177—06
作者简介:涂平，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潘超青，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福建 福州 350108
宋代诗文以雅正为上，追求中和之美，但在整
体趋雅的文化氛围之下，却涌现出一批以戏谑、谐
趣为表征，带有一定趣味化、游戏性质的文学作
品。此类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针砭时弊的刺世之
作，而是将滑稽戏弄之辞纳入诗词文赋之中，在严
肃文学之外构建谐谑俚俗的创作风格。研究界已
经注意到此类作品的特殊性，并围绕各种文体展
开梳理，探讨其发展脉络，取得了一定成绩。稍显
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还未触及到俳谐体创作形
成的内外在原因以及文人士子面对此类创作的复
杂心态，俳谐诗文何以在宋代异军突起?秉持着
文学正统观念的文人创作俳谐文学时，内心显然
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性又为俳谐文学的发展带
来怎样的影响?这些是本文试图探索的问题。
一
“俳”与“谐”的合成词早在初唐李延寿修成
的《北史》中就已出现，《文苑传·侯白》云:“(侯
白)通侻不持威仪，好为俳谐杂说。”［1］(P． 2807)“俳，
戏也。”段玉裁注:“以其戏言之谓之俳”［2］(P． 380)，
指俳优表演以滑稽调笑为当行本色。“谐”，《文心
雕龙·谐隐篇》曰:“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
笑也”［3］(P． 20)，强调其娱乐功能。“俳”、“谐”并
称，取戏谑谐趣之义。如果以诙谐、戏谑作为标准
来衡量，两宋俳谐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据统计，
宋代俳谐文有一百五六十篇之多，且创作持续时
间较长，创作群体相当广泛，南宋时还出现了俳谐
文的唱和、结集这两种重要的文学现象。［4］俳谐赋
有三十余篇，南宋的俳谐赋多于北宋，尤其是南宋
中后期的俳谐赋，不仅量多，而且质优，显示出宋
代俳谐赋随着时代嬗变不断推陈出新的发展态
势。俳谐诗的创作始于太祖时宋温《戏周默》诗，
后有苏轼、张耒、程俱、韩驹等酬赠之作，多为风趣
戏作，局限于诗风传统和体制容量，成就不及其他
文体。俳谐词作品数量最多，总量达到七百余首，
仅辛弃疾的俳谐词就达 60 多首［5］(P． 53)。可以说，
诗、词、文、赋各种文类都出现了大量俳谐作品，参
与的作家更是广泛。北宋之初的陈亚擅长以药名
入诗词，被誉为“滑稽之雄”，而后又有王齐叟、张
山人、张袞臣、曹组等，雅俗并举的柳永亦有俳谐
之作。身居朝堂者如苏轼及苏门文人秦观、黄庭
坚、赵令畴也偶有谐趣品类的诗词，甚至对遣兴娱
乐的创作风尚加以肯定，所谓“退之仙人也，游戏
于斯文。”①南宋朝廷偏安的局势相对稳定之后，大
批词人如张元干、朱敦儒、胡铨、张孝祥、向子湮、
周紫芝、邢俊臣、吕渭老等不仅创作俳谐体，而且
将此种文类推向一种社会认同程度较高的地
位。［6］代表南宋俳谐词最高成就的非辛弃疾莫属，
其词作数量不仅位列榜首(约占其词作总数的十
分之一) ，更开辟了俳谐词作抒发个人情感、表达
政治诉求和构建历史理念的内涵空间。随之出现
的刘克庄、陈亮、刘过、刘辰翁、杨万里、石孝友、赵
长卿等人则推动了俳谐体创作在南宋中晚期形成
最后的创作高潮。
在以雅正为上的宋代正统文坛，为何会出现
数量如此众多的俳谐体作品呢?如果我们从诙谐
艺术的发展脉络中去寻找原因，就会发现，两宋俳
谐体文学创作的繁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悠
久的历史传统和自身的发展轨迹。
俳谐作品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诗
经·卫风·淇奥》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郑
风》中《将仲子》、《山有扶苏》等都为滑稽幽默之
作。《左传·宣公二年》载有筑城者嘲谑败将华元
事，戏谑滑稽之感明显。司马迁《史记·滑稽列
传》记载了不少优孟等“滑稽调笑”者的故事，肯定
了他们“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作用。西汉时
东方朔本身就是性喜滑稽的“智术之子”，他的《答
客难》、《非有先生论》等文，虽“其自称为赋，乃亦
俳也”［3］(P． 20)。王褒的《僮约》开辟了早期俳谐文
依靠文体差异产生诙谐效果的先河。《僮约》以契
约形式规定了髯奴多种琐细劳动义务，原本属于
日常份内之事细化表现出来却蔚为壮观，而且借
助契约这一严肃的公文形式来罗列日常琐事，谐
趣立生。《责须髯奴辞》则将士大夫之须与须奴之
髯进行对比，纯系游戏为文。到了东汉，最能显示
趣味化创作倾向发展的是俳谐体赋。崔骃《博徒
赋》借博徒对农夫外貌的嘲弄，实则同情于农夫生
活的困苦;张衡《骷髅赋》通过骷髅之口言人世的
生不如死;戴良《失父令丁》为走失的父亲所写的
告示，刻画人物外貌可谓穷形尽相，无所不用其
极;王延寿《梦赋》写梦中与鬼相搏;《王孙赋》写
猿猴轻狂贪吝而被猎人设酒为饵捕获的故事;蔡
邕《短人赋》以三组比喻模状侏儒，对怪异之形象
极尽嘲讽之事。曾有研究者评价，“这股来势迅猛
的新潮，总的方向是悖离雅正，为其所裹挟者却各
式各样:小巧清丽是一类，奇僻险怪又是另一类，
它们 共 同 构 成 了 汉 末 赋 体 趣 味 化 的 新 景
观。”［7］(P． 259)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一批依赖文体
与风格的错位来生成诙谐感的作品，如南朝宋的
袁淑《鸡九锡文》《劝进笺》《驴山公九锡文》《大兰
王九锡文》《常山王九命文》，以诙谐不经的笔触模
拟公文写作，弘君举《食檄》、乔道元《与天公笺》、
孔稚珪《北山移文》、吴均《食移》、《檄江神责周穆
王璧》等都是类似体裁。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
《排调》篇收集的是像俳优一样的调谑之言，即为
“俳调”，是最早冠以俳谐之名的文集。到了唐代，
文人之间往来唱酬亦有戏弄之辞，最著名的当属
韩愈“以文为戏”的代表作《毛颖传》《送穷文》等。
以戏谑的笔法为毛笔立传授官，对《史记》为代表
的纪传体散文形成破体。叶梦得同样注意到《毛
颖传》这类谐谑作品的文化渊源，其《避暑录话》
曰:“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
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俳谐文虽出于
戏，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8］(P． 93)唐代笔记中
也较早出现谐谑内容，魏邯郸淳撰《笑林》三卷，是
已知的第一部笑话集。刘知几《史通·书事》云:
“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
《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文。”《太平广记》
的“诙谐”、“嘲诮”等门收有《朝野佥载》的不少文
字，后者是问世较早的唐代笔记，有颇多谐谑内容。
《大唐新语》分三十门，第二十八门为《谐谑》。《因
话录》卷四角部以“谐戏”附，第一条即记黄幡绰事。
唐末陆希声为《北户录》所作序可为证:“近日著小
说者多矣，大率皆鬼神变怪、荒唐诞委之事，不然，则
滑稽诙谐，以为笑乐之资。”［9］(P． 40)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看似异军突起的两宋
俳谐体创作，其实是延续了一条隐伏在正统诗学
观念之外的谐趣文学的传统，其源头可以一直追
溯到春秋时期，延绵至宋已经在主流文学之外自
成一体，具备了一以贯之的风格特点，即以诙谐、
滑稽为表征，体现了追求俗趣的精神内在，这既是
文人自身审美情趣多样化的表现，也是民间文化
诙谐审美影响的结果。可以说，在宋代雅正的文
学正统还未确立之前，俳谐体这个独特的品类就
早已出现并按照自身的轨迹执著发展着了。
二
宋代俳谐文学蔚为大观，既是对春秋以来俳
谐体文学创作传统的继承，更与两宋民间文化的
崛起紧密相关。宋代城市繁荣发达，商品经济迅
速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为了满足市民的文化
需求，杂剧、说话、诸宫调、傀儡戏、杂耍等市民喜
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应运而生，勾栏瓦舍遍布开封、
杭州等中心。据记载，宋代熙宁之后，都城便无夜
禁，坊制亦名存实亡，夜市通宵不绝，一派繁华，
《东京梦华录》有云“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衙，按管调
弦于茶坊酒肆”。《梦粱录》《都城纪胜》等都追
忆、记录宋都城开封、临安的商业性演唱、民俗演
出非常盛行，往往有数千人聚集在勾栏观看杂剧
以及各种伎艺表演，所谓“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
人，日日如是”(《东京梦华录》卷五)。元宵、中元
等传统节日，百姓更是蜂拥而至，观看杂剧、百戏、
歌舞表演。歌舞百戏多以滑稽诙谐取悦观众，宋
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三“打字”条有言:“街市戏
谑有打砌、打调之类”。［10］(P． 24)“打砌”是宋元说
话、做院本时的习惯用语，指的是插科打诨的滑稽
语，“打调”即戏谑调笑，都指向民间表演的诙谐风
格。当 时 的 庙 会 演 出 也“大 抵 以 滑 稽 取
笑”［11］(P． 325)，成都戏赛以诨衡量杂剧艺术的高下，
若官庶不同笑，不以为数。而在众多民间伎艺中，
最受欢迎的可能要数杂剧表演了。
宋代杂剧取制唐参军戏，演员主要为副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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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净两人，“副净色发乔，副末打诨”(耐得翁《都
城纪胜·瓦舍众伎》) ;副末可打副净，以为调笑。
宋杂剧剧目虽多，剧本却不可见，不过从史籍记
载，还能窥见其内容和演出情境。如秦桧二圣环
的故事:
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
丁丑，赐银绢万匹，两钱千万，彩千缣，有诏就第赐
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中席，优长诵致语，
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倚从
之，恢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倚，
忽坠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
镮，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镮?”曰:“二胜
镮。”遽以扑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倚，请取银
绢例物，此镮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
下伶于狱，有死者。于是语禁始益繁。(岳珂《桯
史》优伶诙语条云)
这一史料细致描述了宋杂剧角色表演的特
色:一人逗笑，另外一人扑击他，演员以“二胜鐶”
影射“二圣还”，寓政治讽刺于诙谐戏谑之中，基本
展现了宋杂剧的表演程式。延续唐参军戏滑稽、
诙谐的特色，宋杂剧“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
(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大率不过谑
浪调笑”(夏庭芝《青楼集》)。苏轼为集英殿秋宴
所撰教坊词中有《勾杂剧》词也云:“朱弦玉琯，屡
进清音;华翟文竿，少停逸缀。宜进诙谐之技，少
资色笑之欢。上悦天颜，杂剧來歟”［12］(P． 2498)，语中
指出杂剧就是以资欢笑的“诙谐之技”。“官本杂
剧段数”中有许多滑稽调笑的剧目，陆游在诗《春
社》中曰:“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
看参军唤苍鹘，京都新禁舞斋郎。”描绘了一片春
社时做戏的壮观场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参军”、
“苍鹘”这两个专事戏弄、滑稽的杂剧角色。范成
大亦有《上元纪吴下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描绘了
苏州地区元宵灯会俳优做戏的情景。北宋苏汉臣
《五瑞图》、南宋无名氏《大傩图》、南宋朱玉《灯戏
图》等呈现的几乎都是世俗的滑稽形象［13］(P． 27)。
宋代讲唱、说话艺术和杂剧表演之所以广受
欢迎，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内容与普通市民的思想
感情相通，艺术形式为人们喜闻乐见，尤其滑稽、
诙谐的风格更广受欢迎，可以说，以杂剧为代表的
宋代民间伎艺所构成的民间文艺已经形成一股洪
流，虽然还无法与文人精英文学相抗衡，但其影响
是巨大而深远的，包括皇室在内的不同文化阶层
都被裹挟入内。《宋会要辑稿》载:“真宗不喜郑
声，而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由此可见，真宗
皇帝不仅喜欢杂剧，甚至亲自创作剧本，只是担心
被人取笑，不敢公之于众。周密《齐东野语》记载:
“宣和间，徽宗与蔡攸辈在禁中自为优戏。上作参
军，趋出。攸戏曰:‘陛下好个神宗皇帝!’上以杖
鞭之曰:‘你也好个司马丞相!’”皇帝的私下行为
举止也会模仿杂剧的表演形式，而且与下属官员
之间毫无忌惮地互相戏弄，足见诙谐世风之盛。
当时的文人笔记更是记载了很多文人私下里放松
谐趣的世俗生活。庞元英的《谈薮》、庄绰《鸡肋
集》、何远《春渚纪闻》、孔平仲的《续世说》、曾敏
行的《独醒杂志》等记载了许多人物轶事和朝野遗
闻，曾慥的《高斋漫录》就载有苏轼与钱穆父“皛
饭”与“毳饭”的趣事，南宋初吕本中所著《轩渠
录》更是有意收集当朝人物轶闻趣事汇成一编，这
些笔记小说往往以趣谈轶事衬托人物的真性情，
体现文人的凡俗情趣。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序则
开宗明义地指出:“无以为娱，纵谈所及多故实旧
闻，或古今嘉言善行。……与夫滑稽戏谑之辞，时
以抵掌一笑”［14］(P． 537)。
文人在私人生活方面不再回避诙谐俗趣的影
响，对于诙谐的价值，也开始“欣赏其‘微言解颐’
的趣味性”［15］(P． 327)，由此开辟了专属谐趣的文学品
类。文人对俗文化诙谐性的最高认可莫过于将杂
剧的科诨技巧引入诗文创作，搭建剧与诗在审美风
格上的联系。王立之《王直方诗话》:“欧阳公《归田
乐》四首，只作二篇，余令圣俞续之。及圣俞续成，
欧阳公一简谢之云:正如杂剧人上名，下韵不来，须
副末接续。”［16］(P． 210)欧阳修不避讳引俗入雅，以杂
剧形态来比拟作诗的技巧，自然是建立在人们对杂
剧审美风格有共识的基础上。黄庭坚也曾以杂剧
喻诗:“作诗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
出场。”吕本中亦有类似说法:“老杜歌行，最见次第
出入本末。而东坡长句波澜浩大，变化不测，如作
杂剧，打猛诨入，却打诨出也。”［17］(P． 285)这些阐述说
明了诙谐性的杂剧艺术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之大，
能使文人自觉地以之来阐述诗文创作的抽象技
巧，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杂剧与诗文在风格上相
互影响的可能性。杂剧艺术对诗文创作的影响是
全方位的，很多剧的因素、剧的形态被引入诗文创
作中，如诗词中形象生动的对话体、化理念为形象
的叙事性、预设情境的虚构性等，但其中最为关键
的还是艺术风尚，特别是诙谐风格对传统雅正文
风的渗透。俳谐风格的作品很难说构成了对正统
审美意识的挑战，但基于情感表达的多元性，俳谐
体的存在至少是填补了传统诗文审美形态的空白
之域，成为社会文化格局中与正统、高雅、卫道抗
衡却又共存的一种文化需要。
由此我们可以说，宋代俳谐作品无论在感受
世界还是情感表现的方式上都对前代文学传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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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突破，这既是宋人重情趣的文学风貌的体现，也
代表着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观念性扭转，朝着更加
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而其能形成一个创作高潮，
成为专属的文学品类，可以被视为受到民间诙谐
文化影响并引入传统文体、与传统文体结合的结
果。
三
宋代民间文化盛行，其诙谐戏谑的品格广受
欢迎，包括上层文化精英在内的整个知识阶层都
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但士大夫文人维护精英文
化、鄙视俗文化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面对大规
模类俗文学的创作，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表达
了否定态度。王灼评价俳谐体“嫚戏汙贱”，曾慥
《类说》引吴处厚《青箱杂记》曰:“今乐艺亦有两
般:教坊则婉媚风流，外道则粗野嘲哳，村歌社舞，
拟又甚焉。”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二十三曰:
“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含笑古
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直接表达了对俳谐诗文
背离雅正诗风的反感。即便是那些并不把俳谐文
学视为异端的文人，当他们进行微妙的价值判断
时，心态往往就矛盾起来，从宋人对俗乐的观点亦
可体现他们对俳谐体等类俗创作的态度。《宋史
·志第九十五·乐十七》有一则有趣的记载:
“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
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天圣中，
帝常问辅臣以古今乐之异同，王曾对曰:‘古乐祀
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而听者莫不和悦。
今乐则不然，徒虞人耳目而荡人心志。自昔人君
流连荒亡者，莫不由此。’帝曰:‘朕于声伎固未尝
留意，内外宴游皆勉强耳。’”
仁宗与臣相王曾讨论古今“乐”的异同，有些
雅俗之辩的意味。这一段应答，透露出宋代正统
文化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场上对俗词文艺的微妙态
度。面对王曾所指今乐只是“虞人耳目”、“荡人心
志”，莫要“流连荒亡”于此的弦外之音，仁宗也不
便当面反驳，只是推托说自己根本没留意过这些
伎艺，在宫廷宴游上的表现也都只是勉强应酬之
类的。与此相似的记载还有宋孝宗亲唱《喜迁莺》
给胡铨劝酒之后，特意加以说明“朕昨苦嗽，声音
稍涩。朕每在宫，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间，被
旨令唱，今夕与卿相会，朕意甚欢，故作此乐，卿幸
勿嫌。”强调自己并非沉溺于此，只是出于恩遇于
胡特意为之，俗乐不及雅乐还请谅解。由此可见，
内心深存着雅俗观念的士大夫阶层，即便沉吟世
俗也充满自我诘问的意识，公开场合仍要刻意保
持与民间审美的距离。两宋俗乐之风的盛行，朝
堂之上也不避俗，进一步说明世俗诙谐趣味是浸
淫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他们无法抗拒，甚至被深
深吸引。他们无法回避市民社会的发展进程已经
裹挟着世俗诙谐文化深入到生活乃至文化的各个
层面，无论多么努力地将文人自我拔离出俗文化
的裹挟，也无法全然无涉于文化形态的自然渗透。
另一方面，这些趋俗但又不得不自我辩解的举止
同时也印证了文人内心深刻的雅俗界限，在表面
上顺应文化潮流的他们骨子里却是有着强烈的自
我警醒，面对可能耽溺于世俗文化的深层焦虑，使
他们总在有意无意地表达着对俗文化的抗拒。
雅俗分野的文化规约固然是文人面对俳谐作
品“趋之而不能”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阻碍，
一般的趋俗性作品并非不能接受的，毕竟雅俗共
赏也是审美追求的一个方面，文人内心之所以保
持着与俳谐类作品的距离，还必须从诙谐意味的
生成机制中寻找原因。正如前文所述，俳谐体作
品深受宋代民间伎艺，特别是杂剧表演的影响，而
在杂剧中，诙谐性的生成主要是由副末与副净构
成的人物行为模式所决定的———副净的职能是发
乔，装呆弄痴，副末则是嘲弄、戏耍，二者之间构成
了发乔与打诨的固定逗笑模式。换句话说，在诙
谐性产生的过程中，势必要有一个角色(通常是副
净)首先矮化自己，做出可供惩罚、调笑、讥讽的姿
态，由此构成诙谐性的第一层面;而后由一个貌似
高于他的角色做出裁判或惩罚(如副末) ，必要的
时候还可以借助道具“嗑瓜”来敲打，强化喜剧效
果，但由于对手以滑稽示人，二人相互逗弄，不免
一同滑入逗笑的层次，成了同样搞笑的角色，引发
双重的滑稽感。
自我矮化或降格是滑稽感生成的起点，在很
多俳谐类作品中也都能看到相似的诙谐生成方
式。如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虽写
悲秋却并无萧瑟低沉之感，人惜落帽，他却认为
“破帽多情却恋头”，滑稽自我的玩笑口吻浓重;辛
弃疾《卜算子》“万札千书，只恁休且进杯中物”，
全然一副随波逐流的放任姿态;《添字浣溪纱》“绕
屋人扶行不得，闲窗学得鹧鸪啼”，调侃自身学得
鸟叫的闲情逸致;蒋捷《贺新郎》正话反说，化用了
韩愈《送穷文》中“五鬼”形象和五代杨凝式善题
粉壁被人视为疯子的典故，用谐谑语调勾勒出一
个富有才气却与时俗乖违的狂人形象……这些作
品中都有一个甘于自我贬损的人格形象，与文人
作品庄重风格的反差引发了滑稽诙谐之感。而这
些退仕归隐的文人在作品中贬低和扭曲自己，指
摘的是造成个体沦落的整个文化背景，将貌似庄
严的氛围置换成了滑稽自我存在的文化环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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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取得了和杂剧科诨的滑稽戏异曲同工之妙。自
我矮化的姿态赋予写作者更多的精神自由，俳谐
体对所谓的“崇高事物”的嬉笑怒骂是不遗余力
的，文人甩掉了道德抱负，用鄙俗的语言和想象对
貌似神圣庄严的人物加以嘲弄和鄙薄，所谓的王
侯重臣，文人斯文，在“俗人”的视角下都难逃滑
稽、荒诞的形象，如太学诸生嘲笑洪迈使金时贪生
怕死之丑行的《南乡子·洪迈被拘留》、醴陵士人
嘲笑贾似道经量土地的《一剪梅》、无名氏改写贺
铸的讽刺举子赴试丑态的《青玉案》等等，自我贬
低的姿态正是他们敢于冒犯官方的、经典的规范，
敢于甩掉原有的道德包袱，获得精神自由的合理
性。
然而，获得精神自由的同时，也还必须时刻警
醒着自我贬损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多数写作俳
谐作品的文人士大夫并不放弃雅文学的创作，俳
谐作品只是偶尔兴来的游戏之作，被看作是“文章
余事”，即使偶尔为之的俳谐诗词作也往往冠以自
嘲、戏作的名号，表明自己只是游戏之作，无须当
真。因为在先将自己风趣化而后以己娱人的过程
中如果没能把握好这个度，就容易彻底滑入“低
俗”的层次，这恰恰是文人内心最为抗拒的。南宋
戴复古《论诗十绝》曰:“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
体误人多”，道出了文人士子面对俳谐体创作时的
矛盾心境。那么，如何平衡内心趋近却又抗拒的
内在焦虑呢?宋代文人试图以多种形式开拓俳谐
文学的文化空间。
一方面从理论上提高俳谐体作品的地位，在
文学价值和审美功能上使其靠近雅文学的标准。
宋洪迈《夷坚志》有云:“俳优侏儒，固伎之下且贱
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矇诵谏之
义，世目为杂剧者是已。”强调了俳优侏儒虽然低
贱，但所演杂剧却有针砭时弊的大作用，以此在思
想性上肯定俳优和杂剧的作用，为以杂剧为代表
的俗文化拓开发展空间。而欧阳修、苏轼、黄庭坚
等文学大家则是从理论上肯定俳谐体的谐趣为文
学之良益补充，欧阳修《六一诗话》赞韩愈之诗:
“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
尽其妙。”将“资谈笑，助谐谑”置于“叙人情，状物
态”同等重要的地位。苏轼的文学观念开放通脱，
其所谓“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宋
史》卷三三八本传)可被视为其对如俳谐体之类的
非雅文学的肯定。黄庭坚有云:“诗者，人之情性
也，……因发为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
亦有所劝勉……”［18］(P． 186)同样将谐谑视为文学释
放情感的手段之一，这无疑拓展了对俳谐文学这
一类俗趣文学的评价空间，使之成为表现特定精
神风貌和审美趣味的一种文学品类。
另一方面，在俳谐体内部寻找俗雅品格置换
的可能，化解雅俗价值观的矛盾。首先，强调俗
物、俗情、俗趣所显露出的审美情趣仍然是符合正
统观念的，俗雅之辨所摈弃的乃是庸俗之俗，而非
通俗之俗，“从俗却能脱俗”讲求的是以高雅的欣
赏品味来看待生活中的俗物，感受俗趣。作者往
往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谈起生活中的小细节，节庆
贺寿、迎来送往、朋友聚散，人事万物皆可入词，寄
予这些凡俗之物的往往是夹杂着领悟的自娱自
乐，言语间透露出词人们参透世事人生，深悟平淡
是真的某种情趣。如辛弃疾的《鹊桥仙·赠鹭
鸶》，作者不愿鱼被白鹭吃掉，于是希望白鹭领会
所谓“物我欣然一处”。然而白鹭以鱼为生，不吃
鱼怎么活下去呢?于是词人又告诉它“青泥别渚
还有虾鳅”。北宋吴处厚在论及俳谐词时，曾有
“然所寄兴，亦有深意”之语，点明了俳谐之作不
“空戏滑稽”，为谐趣而谐趣，往往在表面的戏谑之
后深藏着个体的生活态度。再看《满庭芳》(《夷
坚初志·丙》卷十八记为张风子作，《罗湖野录》卷
二记则禅师作)词曰:
咄这牛儿，身强力健，几人能解牵骑。为贪原
上，嫩草绿离离。只管寻芳逐翠，奔驰后、不顾倾
危。争知道，山遥水远，回首到家迟。牧童，今有
智，长绳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终是不生疲。
直待心调步稳，青松下、孤笛横吹。当归去，人牛
不见，正是月明时。
词人颇有兴味地看牧童放牛，由于牧童的智
慧，放牛也变得轻松惬意，生活的细节连同被生活
常态忽略了的凡俗意趣都被词人敏锐地捕捉到，
这份善感的充满了对世间万物关心和赏爱的心
灵，还另有一种物我浑然、物我一体的心灵境界之
所在，诙谐逗趣的外在包裹着高雅的生活情趣。
其次则直指文人俳谐体创作的基本立场。所
谓“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
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
缺一也。”［19］(P． 27)世俗文化的品格和正统精英立场
在文人俳谐体创作中非但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
看似游戏之辞，其实仍以正统为尚。辛弃疾的《卜
算子·漫兴》写自己经营农庄，更调侃说如果有朝
一日恢复汉代的“力田”制度，看来非我莫属了!
胡舜陟的《感皇恩》与“白鸥游戏”，将卧龙辅佐之
功视为“多事”，不如我“长昏睡”。这些言辞看似
卸掉了士大夫身上政与道的抱负，但言及名将先
贤的壮心和际遇，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
意味又呼之欲出。文人创作即便以滑稽、诙谐示
人，还是把握了诙谐性与杂剧般“现丑”、“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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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点———俳谐体作品虽然谈不上是什么严厉
的自我解剖，但也不是虚无的精神胜利。在这种
漫画式的调侃背后，仍可以觉察到作者那双把自
己作为客观对象加以审视的眼睛，这是文人写作
俳谐体时绝不能缺失的一个基本底色。换句话
说，滑稽感、诙谐性只是表象，其立足的往往是更
为传统的严肃立场。特别是一些文学大家的精神
气质决定了其俳谐体创作的文学品格，他们表达
着自己，又调侃着自己，其实是依赖自己与周遭的
不同来标识自我，形成一种不同于流俗的个性化
风格，哪怕这种个性是自我矮化的结果，也同样能
赋予各种境遇中的文人们一种特殊的存在感。
尽管欣赏谐趣的主体情趣和思想立场决定了
俳谐体创作的格调，但其关键还在于对诙谐分寸
的拿捏，后世李渔曾谓“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
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则类腐儒之谈，太俗即非
文人之笔”［20］(P． 75)，谈的就是这个度的问题。正是
基于对类俗作品创作尺度的担忧，宋代文人趋俗
却力求不近俗，写俗物却能脱俗，甚至进一步提出
“以俗为雅”的理论主张②，强调提升“俗”的品格，
为俳谐体等类俗创作开辟了新的文化空间。
作为一种迥异于正统文化的文学品类，俳谐
体作品在宋代的蓬勃发展体现了诙谐文学传统的
传承和以杂剧为代表的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渗
透，除了文化传统和环境的影响，其根源还在于俳
谐体作品的精神内核符合了文人内心的需求。虽
然难登大雅之堂，并有着陷入哗众取宠的危险，但
如若是基于严肃立场的文化表达，诙谐就只是外
在表象，文人的俳谐作品仍呈现出指向内心、有意
趋俗的个性化创作，作品内在其实延续了中国士
人通过个性化的自我表白来构筑文化空间的传
统，他们的调侃与诙谐其实要强调出一种姿态，一
种从正统中游逸开的不合作的姿态，某种程度上
与隐逸文学表现世俗内容却“超然尘垢之外”有异
曲同工之妙。但另一方面，制衡的力量始终存在，
趋雅避俗仍然是宋代文人在为人和写作两方面的
共同追求。作品在追求诙谐滑稽之余总又回避不
了价值追求，浸淫于世俗文化中的文人还是不免
要为自己的类俗创作寻找依据，无论是回避与市
民文化过于亲近的关系，还是在诙谐作品内部开
拓正统品格的空间，抑或是假托诙谐实则回归某
种可依托的文化正统，体现的都是宋代文人对日
益蓬勃的市民文艺迎拒反应的选择，某种程度上
也修正了俳谐艺术的民间特性，俳谐体在宋代异
军突起是二者互动关系的一个明证。也正是因为
二者关系上寻到一个平衡点，使得文人在后来进
行世俗文学创作时能够更加把握文化和自我的限
制，杂剧发展到元代兼具诙谐滑稽之风和精神风
骨，文人的参与功不可没，这可以被视为俳谐文学
精神的合理发展和延续。
注释:
①苏轼:《顷年杨康功使高丽还，奏乞立海神庙语板桥，仆嫌其
地湫隘，移书使迁之文登，因古庙而新之，杨竟不从。不知定国何
从见此书，作诗称道不已。仆不能记其云何也，次韵答之》，《苏轼
诗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1938 页。
②苏轼所谓:“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
雅。”(《题柳子厚诗》) ，黄庭坚所云:“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
百胜，如孙吴兵法。”(《再次韵杨明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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